“譬” 与因明中的五支作法
陈 道 德

“譬”是中国古代名辩学中最重要的一种论辩方式。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名家、法家、道家都善于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说理或论辩。

一、“譬”的界说及其认识论基础

先秦诸子不仅在实践中能娴熟地运用“譬”这种方式，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揭示了它的本质特征。惠施认为：“譬”就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说苑·善说》）《墨经》中说：“辟（同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荀子说“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荀子·非相》）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譬”是论辩说理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这样的：要让对方接受的观点是说者自己所持的观点，要让对方明白的道理是说者已知的道理；但这个观点对于被说服者来说是不赞成的，这个道理对于被说服者来说是不知道的。于是说者就选择和这个观点或道理相类似的又是对方赞同的或已知的形象事例，从而劝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或明白所要说明的道理。

例如：“来者可知”是墨子所持的观点，但彭轻生子则认为：“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墨子就用“譬”这种论辩方式对他说：“‘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来？’”（《墨子·鲁问》）

再如：惠施要使梁王明白“‘譬’在表达中有重要作用”这个道理，也使用了“譬”这种表达方式：“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而，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说苑·善说》）

孟子和荀子还分别揭示了“譬”的认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由于人类的感觉器官是相同的，所以同类的事物可以形成同样的表象，又由于人们的思维器官是相同的，所以同类事物可以形成同样的认识。有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人们才可以“以情度情，以类度类” （《荀子·非相》）。才可以用“譬”这种论辩方式晓喻他人。

二、“譬”与传统逻辑中的几种推理形式

关于“譬”这种论辩方式，在学术界存在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譬”是（或相当于）传统逻辑中的类比推理。（参见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第二种观点认为“譬”是一种“演绎推理”，其步骤是：先运用典型归纳法，再运用演绎法。（参见周云之著《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譬”与类比推理。传统逻辑中的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或相似）的，而且已知其中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特定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特定属性的结论。我认为“譬”与类比推理至少有以下两点区别：第一，在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中，结论是或然的，结论的真实性有待实践的检验。在“譬”式推论中，结论对于说者来说是已知的，在说者看来结论是必然的。例如在第一部分的例子中，“来者可知”这个结论在墨子看来就是必然的。第二，传统逻辑中的类比推理首先是科学发现的方法，其次才是一种说明的方法。也就是说“类比推理”的主要作用是提出科学假说，为人们探索未知领域提供线索。科学技术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和创造发明都与类比推理息息相关。名辩学中的“譬”则没有这种功能，它仅仅是一种论辩方式，是一种表达技巧，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让对方赞同或接受自己的观点。

（二）“譬”与演绎推理。有的学者根据“譬”的结论是必然的，由此而认为“譬”是一种演绎类推。其步骤是：先运用（典型）归纳法，再运用演绎法。我认为这种看法有点以偏概全。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先秦诸子运用的“譬”式推论，至少有以下三种情形：

（1）通过一个或多个形象事例说明一个观点。这是“譬”式推论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例如《墨子·非命上》“子墨子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这里就是用旋转的陶轮上不能分辨东西来说明如果没有一个标准也不能判别言的是非好坏。以此来说明“言必立仪”的观点。显然这个“譬”式推论并没有归纳或演绎的因素。

（2）通过一个事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例如惠施用“弓之状”说明“弹之状”，这个“譬”式推论既没有归纳的因素也没有演绎的因素。

（3）通过一种行为来说明另一种行为。例如：《墨子·公孟》“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里墨子用“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做鱼网”来说明“执无鬼而学祭礼”这种行为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显然这个“譬”式推论也没有归纳或演绎的因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些“譬”式推论中的确有归纳和演绎的思想，例如：《吕氏春秋·爱类》篇记载：“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由“以石代爱子之头”归纳出：“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这个一般性的道理，再推出“尊齐王为王从而免除百姓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也就是说：“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这种行为也是“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所以是应该这样做的。这其中含有归纳和演绎的因素。但请不要忘记，这是我们今天的分析和引申，原文中是用“以石代爱子头”来譬喻“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

我们不能因为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有少量这样的例子，就证明“譬”式推论是一种先归纳后演绎的演绎类推。“譬”式推论并非都遵循先归纳后演绎这个范式。先秦诸子当时在理论上也没有认识到“譬”式推论要遵循这个范式，他们仅仅认识到“譬”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是“举他物而以明之”。就是用对方所知道的譬喻对方所不知道的，从而使对方明白他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不能说“譬”就是演绎类推。

说“譬”是演绎类推的学者另一层意思就是要为“譬”的结论是必然的，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也就是要说结论的必然性是由推理的形式作保证的。而我个人认为，“譬”的结论的必然性并非由推理的形式作保证，而是靠说者的信念支持的。因为“譬”的结论就是说者自己所持的观点，他在信念上认为这个结论是必然无疑的，他使用“譬”式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相信这个结论是必然的。

三、“譬”与因明中的五支作法与三支作法

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和印度的因明学都是在论辩中发展起来的，都是论辩经验的总结，论辩重在悟他，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周谷城先生说：“因明的目的在于悟他，在于使对方懂得立论者所讲的道理；……用宗、因、喻等所组成的形式，说服听者，使听者相信立论者的主张或论点。”（刘培育编：《因明研究——佛家逻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由此可以看出，“譬”与因明在目的与功能上是相同的。
我们先看看古因明的五支作法。
             宗…声是无常

因…所作性故

五支作法  喻…譬如瓶等

合…瓶是所作，瓶是无常，声亦所作，声应无常

结…是故得知，声是无常

再看看新因明的三支作法。
宗…声是无常

因…所作性故

（喻体）若是所作，见彼无常…

（喻依）譬如瓶等

由前例可以看出，古因明五支作法中的“喻”支列举一个与“宗”类似的事例，“合”支是一个譬喻推论。无著在《阿毗达摩集论》卷七中说：“立喻者，谓以所见边与未所见边和合正说。”如以瓶喻声，瓶是所见边，声是未所见边。从瓶有所作性因而是无常的，推知声有所作性因而必定也是无常的。名辩学中的“譬式推论”与古因明的“五支作法”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仅是“五支作法”更程式化一些，而“譬式推论”更灵活一些。

新因明的三支作法对古因明的五支作法进行了重要改造，一是删去了“合、”“结”二支，二是在“喻”支中增设了喻体。不要小看这点小小的改动，它在因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它使过去仅有“譬喻”性质的推论具有了归纳与演绎的性质，从喻依到喻体是典型归纳，从喻体到宗是演绎。我国古代名辩学中的“譬”式推论却始终没有走出这重要的一步。

尽管“譬”式推论不是演绎类推，但它仍是一种很有效的论辩方式，直到今天仍没有失去她的魅力，人们在说话写文章时仍然经常运用这种论辩方式。
三支作法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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